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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战略”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已成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与战略支

撑。企业作为创新活动的主体，具备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商品并通过市场获取

回报的内在需求。但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创新的认知大多仍停留在“重数量轻质量”层面，创新成果质量不

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品结构长期处于低端锁定等问题亟待解决，企业创新战略迫切需要从模仿和追赶

式的数量型创新向高质量创新转换[1]。

2017年，文化部颁布《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首次将数字文化产业定义

为以文化创意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呈现技术更迭快、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

化、消费个性化等特点的新型产业。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颁布《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结合新时代发展要求对数字文化产业作出总体布局与顶层设计，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摘 要：在对高质量创新的概念、内涵和特征作出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以吸收能力理论为切入点构建数字文化企业高

质量创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57家数字文化上市公司2016－2020年相关数据进行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新产出质量占据高质量创新主导地位；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综合水平得分普遍较低，但整体

水平处于稳定上升趋势；高质量创新内在要素水平差异性显著；高质量创新内在要素耦合协调度由严重失调向优质协调

转变。最后，根据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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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能力理论视角下数字文化企业
高质量创新评价研究

——来自57家数字文化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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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大多数行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以数字文化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宅经济”却异军突起，在保

就业促消费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2021年8月以来，“元宇宙”（Metaverse）概念火遍全球，互联网巨头Face⁃
book改名Meta，全球各大互联网公司纷纷投资“元宇宙”概念。“元宇宙”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交互

设计等技术融入游戏、动漫、数字影音等数字文化领域泛娱乐内容中，试图创建一个现实物理世界以外的虚

拟世界，或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结束后下一个时代发展风向标。

随着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数字文化新业态方兴未艾，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日新月

异。因此，研究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对于指导数字文化企业创新产品与服务，激发市场消费潜力并促

进新发展格局形成，以及引导数字文化企业融入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并占据未来科技发展制高点等方面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选取57家数字文化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吸收能力理论与数字文化

企业现实特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相关数据展开实证探究，分析我

国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现状与存在问题，为我国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提供实践经验。

二、文献综述

Hane（2002）最早提出创新质量的研究框架，他认为创新质量是创新绩效在每个领域的总和，包含产品

服务、生产运营与企业运营三个部分[2]。在此基础上，Wu和 Lin（2011）调查了1000家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

得出企业创新质量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的结论[3]。相比创新质量，学界往往更关注对创新能力、创新绩

效的研究。但企业创新程度有高低之分，创新活动的影响有大小之分[4]，在我国提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路径后，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高质量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5]，高质量创新因而成为新时代研

究的新课题[1]。目前，学界尚未对企业高质量创新作出明确的定义，大多采取单一指标作为企业高质量创新

的代理变量。赵玉林等（2021）选取PCT 专利申请量来衡量企业高质量创新[1]。丁方飞和谢昊翔（2021）以发

明专利数外加营业毛利率、存货周转率作为企业高质量创新的衡量指标[5]。张东婷等（2019）以专利被引次

数作为企业高质量创新代理变量。这些实证研究基本都是采用回归分析法[6]。

数字文化产业从本质来说是科技与文化两种元素融合创新产生的结果[7]，具有技术与文化两种属性。

从技术属性上，黄岚（2020）认为5G等新兴技术为数字文化产业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与思路，成为产业

创新驱动的战略依托[8]。田野（2021）指出新网络、新设备、新平台的交互化与智能化进一步推动科技与文化

的融合，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机遇[9]。从文化属性上，周庆山和罗戎（2014）认为数字文化产

业要注重内容创意性，培育产业文化软实力，否则很难产生有效的商业模式[10]。周晓英和张秀梅（2015）指出

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前提是要有高质量的数字内容，这些内容包含创意、思想、创新、文化等元素[11]。数

字文化产业所具备的这两种属性并不是相互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协调相互渗透的。技术创新与内容创新

融合构成数字文化产业创新驱动战略[12]。国外没有“数字文化”的概念，与之相近的概念是“文化创意”，作为

知识经济社会中新的价值创造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支柱性

产业与对外贸易主导性产业[13]，因而得到学界广泛关注。被誉为“创意产业之父”的英国学者约翰·霍金斯在

《创意经济》中将文化创意产业定义为：“其产品均在知识产权保护法保护范围之内，涉及商标、版权、设计、

专利四种知识产权形式”[14]。从这一概念来看，文化创意产业更突出创意特征，但与数字文化产业内涵一致

的是都以内容为中心。在产业层面，国外学者主要围绕创新与产业集聚[15~16]、产业政策[17~18]、跨部门合作[19~20]

的关系来展开研究。在企业层面，大多探讨文化创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21~23]问题。

相关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启发，但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学界尚未对高质量创新的概念内涵作出明确

解释，未从理论视角对高质量创新内在构成要素深入剖析；（2）多采取单一指标作为高质量创新的代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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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难以全面刻画高质量创新水平；（3）鲜有学者从企业层面对数字文化领域创新相关问题作出研究，数字

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实证研究更是空白。因而，本文试图对高质量创新概念内涵作出界定的同时，以吸

收能力理论为视角来解释高质量创新内部要素的构成逻辑，并结合数字文化企业的特点建立高质量创新评

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度模型[24]，纵向反映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趋势，横向反映企业高质

量创新内在要素协调情况，全方位多角度刻画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水平。

三、理论分析与指标体系构建

（一）高质量创新的内涵与特征

创新是指创新主体对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25]。高质量创新则赋予重新组合的创新过程更高

质量的要求，突出创新与质量两大问题的有效衔接。质量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包含满足利益

相关方需要与免于不良两层含义[26]。因而包含质量内涵的高质量创新首要目标是要满足顾客、股东、员工、

供应商、政府、社区等一系列利益相关方的需要[1]，而这些需要受到时间、地点、对象、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

响，所以高质量创新没有恒定的标准，它需要持续动态优化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与此同时，高质量创新

也意味着消除创新全过程的差错率，减少不必要的成本与支出，进而全方面提升创新绩效。在过去一段时

间内，中国凭借“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二次创新模式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动力保障，但也造成

了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全球价值链长期低端锁定等难题。在新技术、新思想、新概念层出不穷并快速更迭

的今天，以二次创新模式为主的传统创新很难适应当下时代发展趋势，不利于中国占据未来科技发展的制

高点。高质量创新在充分获取传统创新累积成果的基础上，强调在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上取得重要原

始性创新成果的自主创新模式，并从更广泛的开放性渠道里获取创新要素来源以实现创新要素的集成与融

合，最终实现原创性科技成果的重大突破。这是破除现有发展危机，从而使中国实现从引进到输出、从追赶

到超越的根本途径。

结合相关理论分析，本文将高质量创新定义为：主动适应环境的变化，将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重新组合

以满足利益相关方需要的全过程。这一概念包括以下四个要点：（1）高质量创新是主动创新而不是被动创

新，创新主体要敏锐地识别创新过程中的危机，发掘创新过程中的契机；（2）高质量创新要与产业政策、行业

特点、用户需求等环境背景相结合，根据所处环境的变化对创新目标与策略进行持续动态优化；（3）高质量

创新注重前沿科技的融合与应用，并将一切有利于创新的新要素吸纳进创新过程中，具有前瞻性与突破性；

（4）高质量创新最终是为了商业化用途，但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满足利益相关方的要求为目标。

（二）基于吸收能力理论的高质量创新内在要素分析

吸收能力在早期宏观经济学的概念里是指一个经济体吸收和利用外部信息资源的能力。而后Cohen和
Levinthal（1989）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出发，将吸收能力定义为吸收、消化及商业化应用知识的能力[27]。通过对

知识的获取、吸收、转化、开发，组织能获得更多的创新特质与竞争优势，并表现出更高的绩效水平[28]。组织

吸收能力首先取决于先验知识与研发投入，具有“积累特性”[29]，有效的知识存量与知识流量是进行下一知识

吸收流程的基础。后续的吸收、消化、应用，本质上是一个过程[30]，目的是为了获取商业化的知识成果，而这

个过程受到文化、政策、组织特征等内外部环境背景的影响[31~32]。简而言之，组织吸收能力的培育依赖投入、

过程、产出与环境四环节的有机协调。吸收能力与创新活动联系紧密，组织创新活动的本质是自身吸收能

力与新知识来源协同作用产生的结果[33]，许多研究也证实了吸收能力有助于提升组织的创新绩效[34~35]，因此，

以吸收能力理论为切入点对创新活动展开分析，能够更有效地梳理创新活动的复杂机理，从而探明企业创

新活动的神秘“黑箱”。基于组织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共性，参照吸收能力培育的四个环节，创新活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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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整合，即创新投入，经过创新主体内部吸收、消化、应用这一创新过程，最终获得商业

化的创新产出，同时受到创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而组织吸收能力也参与到这一系列创新活动中，创新所

需要素在被投入到创新过程的同时，作为知识与信息资源的补充，也提升了组织的吸收能力。进而，吸收能

力又与创新环境协同影响创新过程。最终，创新活动所产生的知识又成为组织吸收能力的一部分，进一步

提升组织吸收能力水平，创新能力与吸收能力在此循环过程中一脉相通并相辅相成。具体作用机制见图1
所示。综上，本文认为创新活动由创新投入、创新过程、创新产出与创新环境四个环节组成。相应地，高质

量创新水平可以从创新投入质量、创新过程质量、创新产出质量、创新环境质量四个方面来衡量。

图1 吸收能力影响创新活动机制

（三）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由基于吸收能力理论的高质量创新内在要素分析可知，企业高质量创新可从创新投入质量、创新过程

质量、创新产出质量与创新环境质量四个方面来衡量，故而本文选取这四个指标作为评价数字文化企业高

质量创新的一级指标。在二级指标的选取上，结合数字文化企业的现实特点以及本文对于高质量创新的概

念界定，本文认为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评价指标应突出技术属性与内容属性，并主张将消费者评价纳

入指标体系。进一步，本文参考了《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了推

动技术创新和应用、提升数字文化装备实力、培育数字文化产业新型业态、满足新兴消费需求、加强内容建

设、优化市场环境、融入区域发展战略等具体要求。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的

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并对具体的指标内容做出详细阐述。

1. 创新投入质量。人员与资金是创新投入要素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数字文化企业秉承数据驱动、

科技支撑的特点，前沿技术应用有助于文化要素数字化，有助于激发数据资源要素潜力，有助于提升创新成

果质量。因而选取研发投入强度、人均研发经费、人力投入水平、技术应用水平4个指标来衡量数字文化企

业的创新投入质量。

2. 创新过程质量。创新过程是指从要素的投入到形成商业化的产出之间的一系列环节。在这个过程

中，重要的装备与软件系统自主开发是有效促进文化要素与数据要素数字化融合的基础。产业间的深度交

叉融合推动多个产业形成共同的技术与市场基础，使得要素资源在不同产业间流动与重组，为企业拓宽了

创新要素的来源。而过程的最后一环，是要结合新技术赋予产品与服务更好的体验感，并根据消费者市场

的特点，通过创新消费模式，实现创新成果与消费者之间更好的粘合。选取装备实力水平、业态融合水平、

用户体验创新水平、消费模式创新水平4个指标作为评价创新过程质量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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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

数
字
文
化
企
业
高
质
量
创
新

一级指标

创
新
投
入
质
量

创
新
过
程
质
量

创
新
产
出
质
量

创
新
环
境
质
量

二级指标

研发投入强度

人均研发经费

人力投入水平

技术应用水平

装备实力水平

业态融合水平

用户体验创新水平

消费模式创新水平

产出投入比率

专利技术水平

绿色创新水平

内容建设水平

创新认可水平

消费者满意度

薪酬激励水平

员工学历水平

创新补助水平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产业集聚水平

二级指标解释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研发投入与研发人员数量之比

研发人员数量占在职员工数量比重

是否应用5G、AI/VR、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是赋值1，否
赋值0
是否实现数字文化领域重要软件系统和重大装备自主研发和安全可控。是赋值
1，否赋值0
是否与先进制造业、消费品工业、智慧农业、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赋值1，否
赋值0
是否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5G+4K/8K超高清、无人机等技术开发沉浸式娱乐
体验产品。是赋值1，否赋值0
是否发展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互动消费等新型消费形式。
是赋值1，否赋值0
专利申请总数与研发投入之比

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专利申请总数比重

绿色专利申请数占专利申请总数比重

是否培养和塑造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原创 IP。是赋值1，否赋值0
是否获得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类奖项。是赋值1，否赋值0
是否获得行业协会颁布的反映消费者满意水平的荣誉或奖项。是赋值 1，否赋
值0
研发人员人均工资

硕士以上学历人数占在职员工数量比重

创新补助金额占政府补助金额比重

上市公司所在省份当年知识产权保护指数

是否融入国家级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创新资源密集区域。是赋值1，否赋值0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注：“属性”一列中“+”（“-”）代表该指标为正向（负向）指标，越大（小）越优。

3. 创新产出质量。专利是创新的直接成果，从专利产出数量与研发投入之比、发明专利占比两方面反

映专利的质量水平。数字文化产品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其内容与创意水平，在强调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

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原创数字文化知识产权，承载着向世界宣传中国故事的重任。高质量创新目标是

为了满足利益相关方的要求，从创新认可水平与消费者满意度两个方面体现利益相关方的满足程度。基于

上述分析，本文从产出投入比率、专利技术水平、绿色创新水平、内容建设水平、创新认可水平、消费者满意

度6个方面选取指标衡量创新产出质量。

4. 创新环境质量。创新环境质量可以从内部环境质量与外部环境质量两个方面来度量。在内部环境

里，薪酬激励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员工的创新潜力。学历水平是衡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重要标

准，当企业员工整体学历水平较高时，企业对新知识的接受程度与运用水平也较高，企业易形成良好的创新

氛围。在外部环境里，政府对企业创新的定向补助拓宽了研发资金的来源，同时向外界释放了企业创新实

力较强的积极信号，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创新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属

性，所以创新收益很难被创新主体独占，而外部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有效解决企业创新激励不足的

难题。当企业融入创新资源密集区域时，可以通过协同合作的方式实现优势资源互补，加快信息交流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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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技术扩散效率，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实力。本文从薪酬激励水平、员工学历水平、创新补助水平、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产业集聚水平5个方面考察创新环境质量。

（四）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对数字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对相关A股上

市公司进行筛选，并剔除“ST”、数字文化类主营收入占50%以下、上市时间晚于2016的上市公司，最终确定

57家数字文化上市公司。除专利数据与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以外的数据均源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上市

公司2016－2020年年度报告，其中赋值类指标依据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上市公司相应信息进行赋值。本文使

用的专利数据来源于CNRDS数据库，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

编制的2016－2020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创新补助水平”指标里政

府创新补助评判标准依据郭玥（2018）[36]的相关研究，并根据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政府补助明细”手

工计算得出。此外，本文针对个别指标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采用插值法予以补齐。

四、研究方法

（一）熵权TOPSIS法
熵权TOPSIS法是熵权法与TOPSIS法的结合，熵权法根据指标数据变异程度所反映的信息量得出指标

的权重，与主观赋权法相比更具客观性。TOPSIS法是一种通过考量多属性问题的“正理想解”与“负理想解”

的相对距离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的统计方法，具有计算简便、结果合理的特点。因而，相较于因子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等综合评价方法而言，熵权TOPSIS法更具客观性与合理性。基于此，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对

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综合水平与各内在要素水平进行评价分析，具体实施步骤详参魏敏和李书昊

（2018）[37]等研究。

（二）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要素间关联程度的度量，反映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赖

的程度。协调度强调相互间和谐促进的过程，反映相互关系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

同时刻画系统或要素之间的发展和协调水平。因此，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数字文化企业创新投入质

量、创新过程质量、创新产出质量、创新环境质量四个部分的协调发展情况展开研究，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第一步：耦合度计算。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与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参考丛晓男（2019）[38]的研究

成果，建立耦合度函数模型。

C = 4 × é
ë
êê

ù

û
úú

U1 ×U2 ×U3 ×U4
( )U1 +U2 +U3 +U4

4

14
（1）

其中，C 为耦合度，U1 、U2 、U3 、U4 分别代表57家数字文化企业的创新投入质量、创新过程质量、创新

产出质量、创新环境质量接近度均值，由熵权TOPSIS法计算得出。

第二步：耦合协调度计算。为了避免水平U1 、U2 、U3 、U4 都较低却产生较高的耦合度 C 值，进一步建立

耦合协调度模型。

T =αU1 + βU2 + γU3 + δU4 （2）
D = C × T （3）

其中，T 为协调指数，D 为耦合协调度，α 、β 、γ 、δ 为待定系数（α + β + γ + δ = 1），分别代表U1 、U2 、

U3 、U4 对整体耦合协同的贡献程度，为了消除主观因素影响，采用熵权法计算待定系数值[24]。关于耦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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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等级划分标准[39]，如表2所示。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D值区间

（0.0-0.1）
[0.1-0.2）
[0.2-0.3）
[0.3-0.4）
[0.4-0.5）

协调等级

1
2
3
4
5

耦合协调度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耦合协调度D值区间

[0.5-0.6）
[0.6-0.7）
[0.7-0.8）
[0.8-0.9）
[0.9-1.0）

协调等级

6
7
8
9

10

耦合协调度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五、结果分析

（一）指标权重分析

依据熵权法求解步骤，计算得出各评价指标所占权重，如表3所示。

表3 各级评价指标所占权重情况

一级指标

创新投入质量

创新过程质量

创新产出质量

创新环境质量

权重（%）

12.18

15.91

56.77

15.14

二级指标

研发投入强度

人均研发经费

人力投入水平

技术应用水平

装备实力水平

业态融合水平

用户体验创新水平

消费模式创新水平

产出投入比率

专利技术水平

绿色创新水平

内容建设水平

创新认可水平

消费者满意度

薪酬激励水平

员工学历水平

创新补助水平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产业集聚水平

权重（%）

3.90
3.26
2.95
2.07
3.13
3.92
5.68
3.18

11.89
5.40

12.77
3.87

16.55
6.29
2.99
2.48
2.42
0.67
6.58

由表3可知，在一级指标中，创新产出质量所占权重最大，远超其余三个一级指标，说明数字文化企业高

质量创新水平主要体现在创新产出质量上。创新投入质量、创新过程质量、创新环境质量三者所占权重差

距不大，皆位于12%~16%区间内。

在创新投入质量所属二级指标中，研发投入强度、人均研发经费所占权重皆超过3%，反映了企业增大

研发资金投入对提升创新投入质量所产生的正向意义。在创新过程质量所属二级指标中，用户体验创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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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是唯一一个所占权重超过5%的二级指标，这为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即结合新技术

开发增强用户体验感的产品与服务，从而提升其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力。在创新产出质量所属二级指标中，

产出投入比率、绿色创新水平、创新认可水平所占权重皆超过10%，位居全部二级指标所占权重排名的前三

位。其中是否获得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类奖项是创新认可水平的评判依据，也是衡量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

创新的最高标准，该二级指标所占权重排名第一与现实情况相吻合。对创新环境质量贡献最大的二级指标

是产业集聚水平，占权重6.58%，说明产业集聚水平是创新环境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数字文化企业融入创

新资源密集区域极有利于其高质量创新水平的提升。

（二）高质量创新综合水平分析

根据熵权TOPSIS法测算2016－2020年各数字文化上市公司高质量创新综合水平，计算得出57家数字

文化上市公司历年综合得分的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用以刻画高质量创新总体水平发展趋势，结果

见图2所示。此外，为了更好展示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水平的差异性，根据均值（M）与标准差（SD），将

57家数字文化上市公司划分为优异型（得分高于M+0.5SD）、平庸型（得分介于M-0.5SD到M+0.5SD之间）、

落后型（得分低于M-0.5SD）三类，如表4所示。

图2 高质量创新总体水平发展趋势

由图2可见，2016－2020年57家数字文化上市公司高质量创新综合得分最大值介于0.53~0.59区间，最

小值介于0.05~0.20区间，综合得分的均值介于0.31~0.39区间，标准差稳定在0.10左右。由此可知，57家数

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综合水平得分普遍较低，且产业内高质量创新头部企业与末端企业实力差距较大。

从纵向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均值、最大值还是最小值都呈现稳步攀升态势，在 2020年可能由于疫情的影

响，均值与最大值略微有所下降，但最小值由2016年的0.051上升到2020年的0.195，增长幅度接近三倍，可

见产业创新领域的末端企业正逐步追赶，企业间高质量创新的极差正在逐步缩小。

由表4可知，在2016－2020年五年内，优异型企业数分别为11家、13家、15家、21家、16家，占样本总数

的 19.3%、22.8%、26.3%、36.8%、28.1%。优异型企业数量的增加反映了产业创新实力与创新质量的提升。

总体来说，数字文化产业创新态势良好，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水平提升明显。

表4 三种类型划分结果

优异型

平庸型

落后型

2016
11
19
17

2017
13
24
20

2018
15
23
19

2019
21
16
20

2020
16
17
24

年份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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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创新内在要素水平分析

基于熵权TOPSIS法求解步骤，测算各数字文化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质量、创新过程质量、创新产出质

量、创新环境质量四部分的接近度得分，从而全面反映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水平。以57家上市公司历

年得分均值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高质量创新内在要素水平发展趋势

在2016－2020年五年内，57家数字文化上市公司创新投入质量、创新过程质量、创新产出质量、创新环

境质量四部分得分均值差异性显著，其中创新过程质量得分均值位于 0.621~0.756范围内，远超其余三者。

创新环境质量得分均值位于0.402~0.419范围内，位列第二。创新投入质量得分均值位于0.306~0.363范围

内，位列第三。而作为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水平最主要体现部分的创新产出质量，得分均值仅在

0.239~0.325范围内，位列四者中最后一位。从纵向发展趋势来看，创新过程质量得分均值从2016年的0.621
持续上涨到2020年的0.756，上涨绝对值为0.135，为四者中最大。创新环境质量得分均值虽每年都保持增

长，但涨幅较小。创新投入质量与创新产出质量发展趋势接近，得分均值在2016－2019年期间持续保持增

长，并于2019年达到最大值，到2020年稍有回落。

（四）高质量创新内在要素耦合协调度分析

遵循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求解步骤，计算得出数字文化企业创新投入质量（I）、创新过程质量（P）、创新产

出质量（O）与创新环境质量（E）相互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结果如表5、表6所示。

表5 I-P-O-E四者间耦合协调发展状况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耦合协调度C值

1
0.757
0.938
0.968
0.99

耦合协调度T值

0.01
0.286
0.672
0.929
0.822

耦合协调度D值

0.1
0.465
0.794
0.948
0.902

协调等级

2
5
8
10
10

耦合协调度

严重失调

濒临失调

中级协调

优质协调

优质协调

由表5可知，在2016－2020年间，数字文化企业创新投入质量、创新过程质量、创新产出质量、创新环境

质量（I-P-O-E）四者耦合协调度C值介于0.757~1之间，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耦合性良好。与此同时，耦合

协调度D值从2016年的0.1提升到2020年的0.902，耦合协调度从严重失调向优质协调转变，要素间相互促

进、相互支撑，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朝着协调有序的方向快速发展。在2016－2017年两年内，耦合协调

度D值处于较低水平，耦合协调度属于失调状态，反映出四要素相互关系中良好耦合协调度较小。从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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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四要素开始实现协调发展，这与政府大力推进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时间不谋而合，体现出政策施

行初具成效。

表6 I、P、O、E中两者、三者间耦合协调发展状况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I-P
耦合协调度D值

0.1
0.375
0.775
0.931
0.978

P-O
耦合协调度D值

0.1
0.46
0.833
0.957
0.888

I-P-O
耦合协调度D值

0.100
0.486
0.820
0.964
0.901

耦合协调度

严重失调

轻度失调

中级协调

优质协调

优质协调

耦合协调度

极度失调

濒临失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良好协调

耦合协调度

严重失调

濒临失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优质协调

I-O
耦合协调度D值

0.1
0.61
0.836
0.995
0.862

P-E
耦合协调度D值

0.1
0.284
0.743
0.877
0.995

I-P-E
耦合协调度D值

0.100
0.366
0.747
0.914
0.978

耦合协调度

严重失调

初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良好协调

耦合协调度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耦合协调度

严重失调

轻度失调

中级协调

优质协调

优质协调

I-E
耦合协调度D值

0.1
0.486
0.728
0.957
0.953

O-E
耦合协调度D值

0.1
0.526
0.808
0.965
0.83

P-O-E
耦合协调度D值

0.100
0.448
0.797
0.940
0.890

耦合协调度

严重失调

濒临失调

中级协调

优质协调

优质协调

耦合协调度

极度失调

勉强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良好协调

耦合协调度

严重失调

濒临失调

中级协调

优质协调

良好协调

进一步，对数字文化企业创新投入质量、创新过程质量、创新产出质量、创新环境质量中两者之间、三者

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展开研究，由表6可以发现九种组合下耦合协调度D值与耦合协调度的发展趋势

与 I-P-O-E发展趋势基本一致，这表明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内在各要素之间相互

作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组合相比，含有创新产出质量（O）的组合，如 I-O、P-O、O-E、I-P-O、P-
O-E，其耦合协调度D值在2020年都有小幅度下降，反映了创新产出质量相较于其他三者出现了发展不同

步的情况，这与高质量创新内在要素水平分析中，由于疫情的冲击，数字文化企业创新产出质量在2020年出

现小幅度波动的结论相呼应。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借助熵权TOPSIS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6－2020年57家数字文化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实

证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创新产出质量占据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主导地位，创新投入质量、创

新过程质量、创新环境质量三者所占权重相差不大。创新认可水平、绿色创新水平、产出投入比率三个指标

对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贡献值较大。第二，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综合水平得分普遍较低，且企业

之间差距较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越来越多的企业迈向优异型范畴，高质量

创新整体水平处于逐年提高趋势。第三，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内在要素水平差异性显著，从高到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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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依次为创新过程质量、创新环境质量、创新投入质量、创新产出质量。从纵向发展趋势来看，创新过程质

量快速攀升，创新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创新投入质量与创新产出质量发展趋势接近。第四，得益于高质量创

新内在要素相互间的良性互动，使得耦合协调程度由严重失调向优质协调快速转变。

（二）建议

1. 优化创新投入要素配置。增加数字文化创新研发资金投入力度，积极拓宽企业创新研发资金来源渠

道，建立高效科学的创新研发资金投入体系。在企业内部建设一支具备创新意识与高技能本领的人才队

伍，培育一批兼具技术水准、文化内涵和创新能力的数字文化复合型人才。秉承数据驱动、科技支撑的宗

旨，吸纳优秀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与开发，把握当下科技发展新趋势，不断提升企业技术实力。

2. 满足市场真实消费需求。高质量创新要以满足利益相关方的需要为最终目标，并根据环境的变化及

时调整创新策略。现如今，市场瞬息万变，数字文化企业实际产品与服务必须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在满足

市场消费的过程，除了技术创新还应强调内容创新与模式创新。首先，提高文化资源的供给质量，挖掘文化

资源的价值内涵，结合新技术新设备赋予产品与服务更好的用户体验感。其次，根据互联网消费特点，探索

个性化定制、精准化营销、直播电商、粉丝经济等新商业模式，力图主动引导市场消费走向。

3. 提升创新成果转化能力。数字文化企业在进行创新活动之前，必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的核心意识，

系统评估创新成果的应用场景、产品形态、目标受众、市场规模等关键点，从而敏锐把握创新产出的市场化

应用空间。在进行创新活动时要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模式，保证在技术攻关或成果转化的过程中能得

到强有力的外部支持，同时能降低企业自身的创新风险。此外，企业需提高自身的整体经营水平与创新成

果的技术水平，从根本上解决从创新投入、内容制造到成果转化过程中不通、不顺、不畅的痼疾。

4. 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数字文化企业高质量创新之路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与大力支持，政府应

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发掘企业创新潜力，从而形成更多增长极

与增长点。同时，政府应积极构建数字文化产业新型生态系统，推动产业链创新与应用，完善数字文化企业

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加快数字文化企业融入创新要素聚集区域。此外，政府应深化数字文化企业与国际间

的合作交流，推进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互动。鼓励数字文化企业开展数字贸易，开拓国际市场，最终实现

中国优秀文化资源的海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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